
梁启超论趣味与趣味教育

梁启超由推崇心力而推崇情感，进而由推崇情感而推崇趣味。趣味又称情趣、兴味，是梁启超哲

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是从作为宇宙本原的心入手讲情感进而讲趣味的，梁启超视界中的趣味具

有多重意蕴，由本体哲学始，以人生哲学终。不仅如此，出于对趣味价值的凸显和对趣味地位的提

升，他将趣味贯彻到人生、美学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形成了中国近代别具一格的美学理念和教育理

念。透过梁启超对趣味和趣味教育的论述，既可以直观地了解梁启超哲学的独特神韵和追求，又可

以深刻把握其教育思想的宗旨和理念。

一、趣味的本体意蕴

梁启超宣称“境者心造也”，这一命题不仅具有本体论的意蕴，而且具有生存论的意蕴。“境者心

造也”的思想主旨是，世界并非与人无涉，而是基于人的创造。在“境者心造也”的过程中，一方面，世

界由于人之心力的创造而变得鲜活起来；另一方面，人凭借自由意志的创造而确证了自身，人的存在

也拥有了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故宇宙的进

化，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1]。因此，“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

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这个，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2]。由此可见，梁启

超是沿着“境者心造也”的思路阐发趣味的价值和意义的，因此断言人以何种心、基于何种趣味进行

创造，不仅决定了世界的模样，而且赋予自己不同的本质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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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0页，第40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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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进一步指出，由于人创造世界所凭借的心是情感而非理性，人对世界的自由创造实际上

是凭借情感发出来的。情感的发动既保证了创造的过程由于远离理性的控制而不再呆板、机械，又

由于除去了理性的算计，超越了功利之心而使人对世界的创造自由自在、兴趣盎然。人只要体悟到

了这一点，从而不断地自由创造，便会与世界融为一体，同时也会拥有十分美满、生动精彩的人生；同

样的道理，只有坚守这种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人生观，人生才会随之变得美渥、圆满起来。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他写道：“柏格森所见的，也很与儒家相近。他说宇宙一切现象，乃是意识流转所构成，

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方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识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

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作精神生活，是要从内省直觉得来的。他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

宇宙真相，又知道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

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或有人说，宇宙既是没有圆满的时期，我们何不静止不

作，好吗？其实不然。人既为动物，便有动作的本能，穿衣吃饭，也是要动的。既是人生非动不可，我

们就何妨就我们所喜欢做的，所认为当做的做下去？我们最后的光明，固然是远在几千万年几万万

年之后，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叫一蹴而几的达到目的地；是叫我们的目的地，日近一日。我们的祖

宗尧，舜，禹，汤，孔，孟……在他们的进行中，长的或跑了一尺，短的不过跑了数寸，积累而成，才有今

日。我们现在无论是一寸半分，只要往前跑才是。为现在及将来的人类受用，这都是不可逃的责

任。”[1]在这里，梁启超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意识流思想融入他所服膺的儒家哲学中，用以揭示宇

宙真相和人生价值。循着这个思路，宇宙的一切现象作为人类意识流转的结果，是人类精神生活的

外化和呈现，归根结底是从人的内省直觉中发出来的。这就是说，创造作为人的本能，既是人的生存

方式和自我确证，亦是个人对于人类不可逃遁的责任；正是通过人的自由创造，人与世界融为一体，

同时也牢牢地操纵了世界的变化流转之权。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强调，趣味的作用——或者说，趣味对于人的不可或缺集中体现在人的自由

创造之中。如果你问人为什么进行自由创造？人之自由创造是靠什么发动的？回答是：趣味。对

此，他比喻说，如果将人看作是一架机器的话，那么，创造是人之活动的本能，趣味则是发动人这架机

器的燃料和动力。这就是说，趣味是人活动的不竭源泉，人类旺盛的创造力必须以浓厚而不竭的趣

味作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趣味是人生的动力支持系统。循着这个思路不难想象，假如没有趣

味，人的创造活动发动不起来，人生也会变得僵死而毫无生机；正如没有了燃料，即便是再精良的机

器也无法发动，因而会陷入瘫痪。这用梁启超的话说便是：“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

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气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2]

在梁启超那里，世界的变化流转尤其是流转之权操诸我这个事实隐藏着深刻的道理，表明世界

与人并非两个各不相干的孤立存在，而是休戚相关、同生共存的一体存在：一方面，世界对于人来说

并非冷冰冰的存在，更非外在的异己力量；另一方面，人的存在亦非与世界无涉，而是通过对世界的

创造，在世界的呈现中呈现自身，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正因为如此，世界如何以及将来会变成何状

完全取决于人的创造——确切地说，取决于趣味发动的自由创造。这样一来，趣味便显得尤为重

要。如果人以情趣创造世界的话，那么，世界也会随之变得可亲可爱、充满情趣起来；如若不然，情形

则恰好相反。至此，梁启超得出结论：情趣、趣味无论对于世界的存在还是对于人类的存在、个人的

生存都意义重大——人是否具有情趣，是否凭借情趣不懈创造，不仅关涉宇宙的存在和流变，而且关

涉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和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是梁启超讲趣味的哲学基础，也是他关注、膜拜趣味

的动机和秘密所在。正是基于趣味对世界、对人生至关重要的认识，梁启超大张旗鼓且不遗余力地

[1]《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0页。

[2]《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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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提倡趣味——不仅让趣味占领、统率人生、价值、美学和教育等诸多领域，致使趣味成为其思想

中一以贯之的理论旨归和逻辑主线，而且试图通过趣味教育培养趣味，将人引向趣味之途。

二、“趣味主义”的人生诉求

趣味的本体论、存在论意蕴表明了它对世界、对人生的至关重要，也预示了其对于人无与伦比的

价值和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梁启超将趣味贯彻到人生哲学之中，奉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

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以此鼓励人在趣味的驱动下自由创造。

综观梁启超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尽管以多变著称于世，甚至被诟病为流质易变，然而，追求趣

味、享受乐趣、重视情趣是梁启超终其一生的不懈追求、情感寄托和行为鹄的。他甚至坦言，“梁启

超”这三个字就是由趣味这种唯一的成分构成的，如果用化学的方法分析一下，分解到的唯一元素便

是“趣味”。因此，除却趣味这种构成成分的话，“梁启超”这三个字将等于零：“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

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我以为：凡人必常

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1]在梁启超看来，有趣味相伴的生活才有价值，趣味就是人生的

意义所在，人应该生活在趣味之中。因此，将人生建立在趣味之上，进而生活在趣味之中是人生的理

想境界和最佳状态。这是因为，既然趣味是人生的意义所在，那么，有趣味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

活；既然趣味使人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人也应该以趣味为行为目标和人生追求。正是

基于这种理解，梁启超对趣味情有独钟，一贯主张“非唯”、反对任何主义的他不惜在公开场合不止一

次地宣布自己信仰的就是“趣味主义”，“趣味主义”是自己的唯一信仰：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2]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

“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

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

全没有。[3]

梁启超宣布信仰“趣味主义”，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诉求，也将对趣味的提倡、崇尚推向了极致。梁

启超对信仰和宗教具有自己的独特理解，给宗教下的定义是：“‘宗教是各个人信仰的对象。’……对

象有种种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义，或事情。只要为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对象

……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为信仰牺牲别的，断不肯为别的牺牲信仰。”[4]依据他的界定，信仰的

对象就是宗教。梁启超的宗教定义表明，如果一个人的信仰对象是主义的话，那么，此一主义便成为

这个人的宗教。依照这个标准，既然梁启超开诚布公地声明自己信仰“趣味主义”，那么，“趣味主义”

便成为他的宗教。循着这个思路可以推定，既然“趣味主义”是梁启超的宗教，那么，他的行为便以趣

味为目的，是在趣味的鼓动下进行的。事实正是如此。梁启超对于趣味的定义和诠释凝聚了他的价

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下面这段话不仅明确了趣味与道德的关系，而且将他的“趣味主义”诉求表达

得淋漓尽致：“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

‘凡一件事都（做——引者注）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

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

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象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

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

[1][2]《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3页，第4013页。

[3]《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3页。

[4]《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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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

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

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

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1]由此可见，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便

是以趣味作为行为的准则和人生的目标，最终使“趣味主义”由他所追求的人生观进而成为一种价值

观和道德观。这借用梁启超本人的表白便是，“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

值得提及的是，梁启超是近代“道德革命”的发起人，著名的《新民说》便是践行“道德革命”的结

果。借助“道德革命”，梁启超并不是推崇“道德主义”，而是旨在提倡以民族主义、国家思想、公德观

念、进取冒险精神和权利义务观念为核心的新道德。他眼中的道德有好亦有坏，以独善其身、束身寡

过为核心的旧道德注重私德而漠视公德，导致中国人爱国心的缺失，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背

景下更显不合时宜，故而不能算做好的道德。与道德有别，趣味却无好坏之分；或者说，凡是趣味都

是好的——“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有鉴于此，在梁启超那里，趣味比道德更重要——他不是用

道德观念来判断、选择趣味，而是用趣味来选择人生。依据梁启超的分析，道德与趣味的区别在于：

如果说道德侧重群体性、普适性的话，那么，趣味则是个性的、差异的。因此，“趣味主义”的价值观正

如信仰一样，完全是个体化的，因为“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

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

你听，除非你亲自嗑一口”[2]。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趣味，梁启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兴趣的发动而忙碌，在忙碌中

享受乐趣而快乐，人生充满情趣而自得其乐，是梁启超对自己生存状态和人生样式的最多描述。他

不仅自己对这样的生活乐此不疲，津津有味而沾沾自喜；而且试图以这种方式感染、带动他人，一起

加入到情趣盎然、趣味迸发而快乐的行列之中。于是，梁启超说道：“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

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

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3]

梁启超做事一贯以情趣为动机和动力，他的为学之道更是如此。梁启超评价自己爱根太重，对

什么都爱上瘾，对学问亦不例外，故而“‘学问欲’极炽”。由于学术兴奋点时时转换，结果导致他的学

术研究涉猎广泛，并且时常转移阵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著作有头无尾，不得而终。当然，

梁启超的著作也有兴之所至，由于情不自禁而欲罢不能的情况，结果是将为他人著作所作的序写得

很长，以至于难免喧宾夺主之嫌，最终只能另行成书而独立出版，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便是如此。

这些貌似矛盾的情形皆因情趣使然。其实，趣味使梁启超的著作有头无尾，也使他的学术研究——

包括研究的结论在内由于兴趣点的转移难以持久、深入而有失系统，甚至前后相互矛盾。对于这一

点，梁启超本人有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

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4]

梁启超是“趣味主义”的提倡者，也是“趣味主义”的受益者。由于发自内心地信仰“趣味主义”，

他对宇宙、对人生充满兴趣，由趣味而乐趣，由乐趣而乐观。梁启超由趣味而乐趣，由乐趣而乐观的

人生态度、行为旨归通过其思想底色和基调充分表现出来。例如，同样推崇佛教，谭嗣同、章炳麟的

佛教思想充满着浓郁的悲情、悲观乃至绝望基调，梁启超所讲的佛教却在承认万法皆空中走向精神

自由和摆脱功利是非的豁达、快乐。因为内心是快乐的，梁启超总是能够随时随地发现快乐。在这

方面，他将功利主义翻译为乐利主义，侧重从“乐”的角度理解、宣传功利主义便是明证。众所周知，

[1][2][3]《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3页，第4013页，第4013页。

[4]《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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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英文是utilitarianism，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功利主义就是实用主

义、功用主义，表明此一学说具有追求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学术宗旨。梁启超将之称为乐利主义，仅一

个“乐”字便直观而生动地彰显了功利主义的趋乐宗旨和功用。围绕着从“乐”的角度解读功利主义

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他热衷于借助功利主义表达自己的快乐主义主张和诉求。例如，梁启超对

最先使用功利主义一词的穆勒（今译为密尔）[1]的观点是熟悉的，却没有专门撰文介述穆勒的功利主

义学说，而是专门撰文《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宣传边沁的观点。梁启超之所以选择边沁来介

绍、宣传功利主义，将边沁而非穆勒誉为功利主义的泰斗，一个重要原因是：边沁围绕苦乐情感对功

利予以阐发，这显然更贴近梁启超从“乐”的角度去界定、理解功利主义的立言宗旨和价值旨趣。与

此相联系，梁启超在文中着重介绍了边沁对苦乐种类的归纳和划分，借此诠释自己对于群体与个人

苦乐的看法，进而呼吁个人为群体做出牺牲。进而言之，梁启超的乐观主义精神固然与他本人的性

格有关，同样与以“趣味主义”为出发点和归宿。

三、趣味的美学旨归

梁启超不仅将“趣味主义”贯彻到人生观、价值观之中，而且贯彻到学术观、美学观之中，致使趣

味成为他最基本的美学旨归。不仅如此，依照梁启超必须“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才是趣味的定义，能

称得上趣味的主要有劳作、游戏、艺术和学问四项主体。对于这四项趣味的主体，他讲得最多——也

最为关注的无疑是学问之趣味。

在梁启超那里，趣味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就初衷和动力来说，只

有为趣味而研究，才能达到目的；否则，为功利所左右，将学问当作手段，则无法进行真正的学术研

究，当然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学问。第二，就过程和结果来说，由于将趣味贯穿其中，学术研究的过

程不是恼人的负担，而是趣味的享受和乐趣；学术研究的结果不是枯燥的知识的堆积，而是有机活泼

的有趣之物。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大声疾呼：“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2]这

就是说，趣味对于学术研究不可或缺，是发动学术研究的动力源泉；发动起来之后，趣味的作用并没

有完结，而是继续决定着学术研究的过程或枯燥乏味、兴趣索然或兴趣盎然、津津有味，直至最终直

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或成功或失败。

“趣味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美学旨归使梁启超眼中的学术研究成为趣事，他的国学事业便是这一

追求的最好注脚。梁启超提倡国学，为国学的宣传和研究殚精竭虑，同时也将国学当作一项有趣且

快乐的事业。他呼吁治国学要走两条大路——一条是“德性学”（人生哲学）之路，一条是“文献学”之

路。其中，“德性学”旨在培养兴趣盎然的人生观，将人生趣味化、艺术化，贯穿其中的“趣味主义”追

求不言而喻；在“文献学”的四个组成部分中，有三个部分直接与趣味直接相关。梁启超弘扬国学的

初衷和将以历史学为重心的“文献学”作为治国学的大路之一，目的是通过引导国民了解中华民族的

历史，激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感。这种爱作为一种情感不是强制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趣味是引

向爱的通途。有鉴于此，梁启超所讲的作为“文献学”的国学是可爱的，各个部分内容殊绝，却都极有

趣味。正如认定历史是“文献的学问”中最有趣的部分一样，梁启超形容社会状态学“真是最有趣味

的事”，古典考释学“又是极有趣味的事”，均充满趣味。至于艺术鉴评学，面对的是极优美的文学美

术作品，这些作品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趣味自不待言。对于他来说，艺术鉴评学不仅本身就是

趣味之学，而且是培养趣味之学。梁启超之所以将艺术鉴评学纳入到“文献学”之中，目的在于通过

提升鉴赏水平，培养国民对国学的趣味。总之，无论对于国学的研究还是普及来说，趣味都不是可有

[1]也有人认为是边沁最早使用功利主义一词，见《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2]《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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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无的而是举足轻重的。梁启超从来都不将国学以及国学研究作为呆板的、枯燥的、沉闷的谋生手

段，更没有把古典文献视为索然无味、佶屈聱牙的古董，而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对原本有趣的学问进行

品味、欣赏。因此，梁启超眼中的“文献学”不惟不枯燥，反而极有趣味，美不胜收，接近它们令人兴趣

盎然，乐在其中。正是这一点让梁启超相信，越发研究古代文献，越发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越发

热爱我们的国学和民族。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由此喷薄而出，沛然莫之能御。

“趣味主义”是梁启超的价值主旨和美学理念，被梁启超贯彻到一切言行之中。他提倡的思想以

趣味为旨归，他宣传、写作的方式充满情趣，令人趣味盎然。由于将“趣味主义”贯彻到底，梁启超的

思想和写作从选题到表达都极尽趣味之能事。例如，梁启超和严复都热衷于介绍西方学说，所采取

的方式却迥然相异：严复以学术著作为主线，介绍的方式是系统翻译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穆

勒等人的大部头著作，注重思想的专业性、系统性；梁启超则以人物为主线，选择学案的形式进行介

绍，侧重思想的趣味性、普及性。学案是中国特产，这一体裁有些类似于西方的人物传记。由于篇幅

短小精悍，学案利于报纸、杂志刊载。同时，由于内容深入浅出，学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有助于吸引

众多读者。学案以思想介绍为主，为了吸引人，梁启超在介绍传主的思想之前，先介绍他们的生平趣

事。这样做既照顾了读者的阅读口味，又达到了介绍、传播思想的目的。进而言之，趣味与清新明

快、活泼生动为伍，晦色沉闷则是败坏趣味的元凶。与秉持“趣味主义”相一致，梁启超在选题上下足

了功夫，甚至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搜罗一些奇闻轶事。《不婚之伟人》、《张勤果公佚事》等便是这一追

求的典型例子。

作为梁启超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念，趣味不仅决定了他的选题和文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

了他对各种文学样式的选择和思想启蒙的方式。还是以梁启超与严复相比较，在输入西学方面，如

果说严复是学问家，走的是专家路线，致使他的学说与普通民众格格不入的话，那么，梁启超则不啻

为一位普及家，作为一位宣传员时时刻刻想着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于是，梁启超由“趣味主义”而走

向通俗路线，这既是“新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也是“趣味主义”使然。

四、趣味的教育宗旨

出于对兴趣和趣味的极度热情，梁启超大声疾呼趣味教育。他强调指出：“‘趣味教育’这个名词，

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

的。”[1]尽管如此，自己对趣味教育的标举和青睐却与西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自己

所提倡的是最坚决、最彻底的趣味教育。这是因为，自己不仅像西方那样以趣味为手段，而且更进一

步以趣味为目的本身。很显然，将趣味当作目的与梁启超公开声称自己信仰“趣味主义”息息相通。

梁启超提倡的趣味教育以培养仁者人格、使人远离忧愁为鹄的。在这方面，梁启超十分赞同孔

子关于“仁者不忧”的说法，强调不忧与仁者相关，是就“普遍人格”而言的；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各人

有各人的快乐和趣味。正因为如此，趣味教育从大的方面说，旨在培养仁者人格；从小的方面说，旨

在陶冶性情，培养兴趣。在梁启超所讲的趣味的四项主体中，无论是劳作、游戏、学问还是艺术都包

括个体方面的内容。有鉴于此，在培养仁者人格的同时，梁启超从个人的兴趣入手，为人培养乐趣、

远离烦恼指点迷津。为此，梁启超肯定趣味、兴趣在于培养，并且结合自己的经验，以培养学术兴趣

为例，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培养趣味的办法和途径。

其一，无所为。梁启超之所以如痴如醉地推崇情感，并且具有排斥理性或哲学的思想倾向，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认定理性计较后果，哲学攻于算计，而这些都与超越功利的情感相悖，最终将会导致趣

味的丧失。沿着这个逻辑，为了品尝趣味，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摆脱功利之心，全凭兴趣使然。梁启超

[1]《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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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称为“无所为”。

对于如何“无所为”，梁启超解释说：“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

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

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

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便，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

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

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掉弄虚机；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

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

戏，游戏便无趣。”[1]这就是说，做任何事情只要先悬一个目的，便会被目的所左右而不能尽情挥洒；只

有不计目的，才能不被利益所牵制，最终发现做事本身的乐趣。换言之，凡是做事，只有摆脱功利目

的，才能够真正地乐在其中。这种摆脱了功利目的而做事的心态便是“无所为”。“无所为”意为什么

都不为，只为事情本身——如为学问而学问，为写作而写作，为游戏而游戏，为生活而生活等等。质

言之，“无所为”就是不以所做的事情为手段，而是以之作为目的本身。梁启超相信，如果人们在做事

情的时候能够彻底摆脱“所为者”，一切皆出于“无所为”，便可以尽情地投入到所做的事情之中，自然

会酣畅淋漓，兴趣大发。

其二，不息。梁启超认为，趣味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培养而成的；趣味既然是养成的，也就

意味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一个培养、“上瘾”的过程。拿以吸鸦片为乐趣的人

为例，这些人为什么会对鸦片“上瘾”？因为“天天吃”！为什么要“天天吃”？因为成瘾了！可见，“天

天吃”与“上瘾”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且，二者相互作用——“天天吃”不仅使人“上瘾”，而且使“上

瘾”的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天天吃”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其实，不惟吸鸦片这样，万事无不

如此。因为人的本能就是习惯成自然，无论对于何事，只要不间断地天天去做，迟早都会“上瘾”，趣

味当然概莫能外。由此，梁启超认定，趣味的养成就是一个坚持不懈、慢慢成瘾的过程：“‘鸦片烟怎

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那部分

阁（搁——引者注）久了不用，他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

跑上几个月，一天不得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

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

面前也不愿意动筷子。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

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

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那里不消耗了？千万别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证候，

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2]

在呼吁慢慢培养、通过日积月累的“天天”坚持使人“上瘾”，从正面培养趣味的同时，梁启超揭示

了人们对学问打不起兴趣的原因：正如人身体的各个零件长时间搁置不用便会麻木生锈一样，经常

刺激人的欲望，便会生发出趣味。其实，“学问欲”是人之本能，所以出现对学问不感兴趣的现象，是

因为人一出学校大门便将学问搁置一旁，由于将经营学问的器官一同打入冷宫，久而久之，人这部分

的器官便生锈了，退化了。对学问打不起精神，引不起兴趣，便是“学问胃弱”。针对这种情况，梁启

超提出了如下的应对措施：找准自己嗜好的学问，每天无论多忙、多累，都要挤出一定的时间研究这

方面的学问，天天如此，绝不中断；如此坚持下去，直到发现兴趣的乐趣而对学问欲罢不能。他坚信，

这样做既可以使人对学问葆有永不衰竭的兴趣，又可以让人受益终身。

其三，深入研究。梁启超之所以将深入研究视为培养兴趣的重要途径，旨在强调，对一种学问浅

[1][2]《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3页，第4013-4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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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则止便不会发生趣味，只有像吃甘蔗那样由外至内，由表及里，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系统的研究，才

能发现学问的魅力和精髓所在，从而兴趣大发，趣味大增。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终身选择一、二项

自己的嗜好坚持不懈，进行深入研究才是培养、激发趣味的有效途径。对此，梁启超写道：“趣味总是

慢慢的来，越引越多；象到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

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

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入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窗户张一张，再不会看见‘宗庙

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

过相当的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

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

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

一层一层的往里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1]在他看来，趣味的培养需要时间，

也需要精神专注，专心致志。只有长时间对某事的专注和执著，趣味才可能自然来袭。当人在趣味

的驱使下对某事“欲罢不能”时，人便真正领悟了趣味的乐趣，由此踏上了快乐之旅，人生也随之变得

大不相同。

其四，找朋友。对于趣味，梁启超曾经做过一个生动而有趣的比喻：趣味比方电。趣味靠朋友之

间的相互切磋产生，正如摩擦生电一样。如果说不息和深入研究是内力，都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

相摩擦”的话，那么，找朋友则是靠外力，通过朋友间的切磋、帮助和扶持，借助外力增加趣味。对于

趣味的培养来说，内力固然必不可少，外力同样不容忽视——人总有堕怠偷懒的时候，这时候就急需

外力来推动、鼓励一下；如果能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相助，那将十分给力，也十分惬意。总之，内力与

外力相互作用是培养趣味的最佳途径，在与朋友的切磋中寻找、培养、激发和保持兴趣，也是人生的

一大快事。“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

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

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顽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

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研究。即或不然——他

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

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2]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对趣味的津津乐道引人瞩目，对趣味的阐发和推崇既是其情感说的一部分，

也是其心学的重要特色和内容。这就是说，他的趣味说与情感说一脉相承，秉持心学的致思方向和

价值旨趣。正由于对趣味的关注和推崇，梁启超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家中难得的乐观主义者和快乐主

义者，这一点在谭嗣同、王国维和章炳麟等人的悲观主义的映衬下更显卓尔不群。当然，梁启超能够

由情感始以快乐终，得益于他的趣味教育。就梁启超的趣味教育而言，由于他是从本体论、生存论开

始讲趣味的，在使趣味拥有多重意蕴的同时，也使趣味教育以哲学为根基，侧重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故而不是侧重生存技能的训练，而是注重人格的培养。事实证明，这种教育理念是全面的，也是更有

成效的。

〔责任编辑：肖 波〕

[1][2]《学问之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4页，第4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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